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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来西亚自1970年代确立独尊马来语的语文政策后，教育体制内的教学
语即马来语为主。惟2002年时任首相的马哈迪却在未获社会普遍共识下，倡
议将大专至中、小学校的数理科目都转为英语教学，并自2003年起就在全国
仓促执行。不过该政策推行期间争议不断，民间教育团体也多有抗议、顽拒
者。2009年政府终决定自2012年起，逐步恢复政策前的原状。本文即试图梳理
数理英化政策背后的语言政治运作，并^Bernard Spolsky对"语言政策"的广
义界定，作为解析本案的基本框架。分析的重点不在于评估其教育成效，而是
探讨该政策为何发动得如此仓促？争议何在？政治角力如何运作？又为何W失
败告终？

马来西亚当前的国家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和社会上的语言实践之间，
显然都存在落差，张力难免。这种不一致也逼使执政菁英不得不正视现实，重
新调整官方思维，数理英化政策正是这方面的一项重大变革。惟政策受挫，说

王国靖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巧所副研巧员。E-mail: ongkokchung@yahoo.corn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13



130 王国璋

明的恐怕不是民间社会拒绝调整，而是政策本身并不得法，各族群间及族群内
部也远未就此达成共识。然而结构性的落差既然犹在，该政策落幕后国家的其
他迂回调整方案，应仍会一再涌现。

关缝間：马来西亚教育、语言政策、语言政治、数理英化政策

Abstract

Malay language has long been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the Malaysian
education system since the 1970s. However, its supremacy over other local languages
was challenged in 2002 when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Mahathir Mohamad proposed
to adopt English as the teaching medium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in all levels of
education. The policy {Pengajaran dan Pernbekijarm Sains dan Matematik dalam
Bahasa Inggeris，PPSMI) was hastily implemented in 2003 amid controversy, yet
in 2009，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phase it out from 2012 onward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language politics concerned with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Bernard Spolsky's definition of'language policy'. The focus is on political debates and
interactions behind the scenes rather than the pedagogical effectiveness of PPSMI.

Tensions arise as discrepancies among the state language ideology, language
management and societal language practices in Malaysia persist. PPSMI might reflect
efforts of the ruling elites in re-defining state language ideology; its failure nevertheless
implies an erroneous approach of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the lack of consensus both
within and among the major ethnic groups. As long as the structural discrepancies
persist，it is expected that the state may keep resorting to other re-adjustment attempt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crisis'.

Keywords: Malaysian education, language policy，language politics,
PPSMI

马来西亚自1970年在语文政策上改弦易徹、独尊马来语后，教育体制

内的教学语即W马来语为主。惟2002年5月，时任首相的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却在未获社会普遍共识下，倡议将数理科目的教学语文转为

英语，并自翌年起未经试办，就在全国仓促执行。于是自2003年始，不仅

公立大专院校的数理科系转用英语教学，更重要的是全国中、小学校的数

理科，也开始逐年逐级转换为英语教学。不过该政策推行期间争议不断，

民间教育团体也多有抗议、顽拒者。2009年7月8日，新首相纳吉(Najib
Razak)的内阁终决定自2012年始废止数理英化政策，并再度W逐年逐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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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的方式，恢复政策前的数理科教学用语。

本文试图梳理数理英化政策背后的语言政治运作，并W Bernard

Spolsky (2004)对"语言政策"的广义界定，作为解析本案的基本框架。
分析的重点不在于评估其教育成效，而是探讨该政策为何发动得如此仓

促？争议何在？政治角力如何运作？又为何W失败告终？研究资料方面，

则除了就相关文献作文本分析外，主要是基于笔者于2005年7月至2007年

11月间，在马来西亚与各界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对某些学校的实地观课、观

察。深度访谈前后共42场，受访者总数则为46人。这当中有10人为各党从

政者（4人为执政集团国民阵线成员，在野阵营方面则人民公正党2人，民

主行动党2人，伊斯兰党1人，社会主义党1人）：16人为相关民间姐织的

领导人；17人为位居前线的公立及私立教育王作者；另有3人则是曾积极

参与过政策论辩的意见领袖与新闻从业员。又，受访的前线教育工作者涵

盖东、西马两地，服务的学校则是分别位处検城、吉隆坡直辖区、雪兰

義、森美兰、彭亨、柔佛及沙己各州。此外必须交代的是，数理英化政策

虽涉及马来西亚各语文源流的中、小学校，但W华人社会的反应最为分

歧、激烈，政策在华文小学（下称"华小"）落实的细节也最为复杂与政

治化。本文遂将偏重于讨论马华社会及华小和这项政策之间的互动。

一、数理英化政策的醇酿背景

1957年马来（西）亚自英殖民者手中独立后，英语曾持续在国家

的行政、法律、商务与教育诸领域扮演重要角色。1967年的《国语法》
(National Language Act)虽确立了马来语作为唯一国语及官方语文的崇高
地位，英语的辅助性官方语文角色不再，但英语在各方面的使用实际上未

遭压抑。

就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而论，马来西亚教育体系因其特殊的殖民历史因

缘，本就颇为复杂。1960年代国内仍存在四个体制内的小学系统及两个体

制内的中学系统。小学方面，家长可自由选择送孩子入马来语教学的"国

民学校"iSekol日h Kebangsaan),或W英语、华语、淡米尔语教学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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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型学校"(Sekolah Jenis Kehangsaan),亦即政府仅提供部份资助的学
校。中学方面，体制内则唯有马来语学校或英校可供选择。又，华社早年

也曾自资建立不少华文中学，惟自《1961年教育法》颁布后，这些华文中
学大多已在政府取消津贴的威胁下，转制为英文中学，徒留一科华文。不

过即便如此，当时仍有16间华文中学不愿屈从政府的条件，宁自立为独立
中学（下称"独中"），教学语仍W华语为主，却无法再获得政府的分文

资助。

惟19的年的五一兰族群流血冲突爆发后，激进马来民族主义抬头，马

来西亚遂自1970年代始，经历过一段长约廿年的独尊马来语言、文化，并

由国阵政权透过"新经济政策"等手段积极扶助马来族群的时期。当时教

育上影响深远的一项变革，就是政府自1970年开始，逐年逐级，将既有的

英校中、小学，全面转换为马来语教学。换言之，十数年内，马来西亚教
育部就彻底清除了英校教育系统。此外，1970年，第一所宣称全面W马来

语教学的大专一一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就己成立，而1983年后，各大专院校

基本上也都完成了教学语的转换，即便数理科系也无法幸免。

1980年代降，国民教育体制内的小学系统仍有兰个，即W马来语
教学的国民小学和分别W华语、淡米尔语教学的国民型小学。中学方面，

撇开华文独中不论，体制内就只剩下一个基本上W马来语授课的国民中学

系统了。'换句话说，体制内的华文教育系统目前只及于小学阶段，而这

也是马华主流社会为保文化传承，一贯对任何波及华小的政策改动都颇为

敏感的重要原因，即视华小的存续为重要的文化底钱，不容再失。惟值得

一提的是，英校消逝前，华小曾渐受强势的英小威胁，W致华校生总数虽

仍多于英校生，当时的入学趋势却是英校生稳定成长，华校生比例则逐渐

萎缩。英校消逝后，不少华裔家长，包括英文教育出身者，如今面对华小

与国小这唯二选项（淡小则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往往宁选择华小，

马华适龄学童入读华小的比例复升，目前大致总能维持在九成左右的稳

定局面。2反观国小，据《马来西亚教育蓝图（2肌3〜2025)》{Malaysia
Education Blueprint, 2013-2025)资料所示，2011年其学生群体中94。/。为王
著，3%为印裔，华裔学子则只占区区1%。同理，1960年代那16家拒绝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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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宁为独立中学的华校，虽一度沦为超龄生及会考落第生的收容所，苟

延残喘、几不得保，1970年代后却也得益于英校溺落及马华社会因屡受打
压而衍生的反弹屯、态，经历独中复兴运动后，逐渐复兴至当前60家的规

模。3

英校溺落固然大有利于马来语真正确立为国语及唯一官方语的地位，

后遗症却也很快浮现。敏感且仍由英语菁英主导的商界首先就发现，中学

及大学毕业生的英文水平，此后即大幅滑落，就业者与就业市场的要求出

现落差，W致商界雇主在1990年代政府调整政策、开放设立英语教学的私

立大专后，多倾向雇用本地私校及海外留学归来的大专毕业生，造成公立

大专生严重的失业问题。4与此同时，大批领着国家的优渥奖学金赴英、

美、力日、澳等英语系国家留学的马来学生，5若与其英语教育出身的前辈

相较，则多表现不佳，甚至无法完成学业。其次，即便是执政者本身，如

马哈迪，都开始意识到其管治、行政团队的英文素质滑落，而送当然不利

于官员在国内外的王作效能与国际参与。6更重要的一点还是1980年代后

经济局面的转变。电脑、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国际上当道之新自由主义

思潮，急速推动着全球资讯、经贸的整合步伐，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临

前更恰逢国内经济欣欣向荣，7不仅外来投资热络、制造业兴胚、资讯产

业起飞，雄屯、万丈的马哈迪更于1991年高倡"2020宏愿"(Vision 2020)，

冀W兰十年的时间让马来西亚巧身已开发国家行列。高科技产业发展乃宏

愿重要环节之一，"多媒体超级走廊"（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的超
大型计划即为其例。如何相应提升国民的素质与竞争力，遂成政府当务之
昔、0

马哈迪政府的响应之道，就是首先开放巧制多年的高等教育领域，让
民间大量创设私立大专院校，并允它们W英语教学。其次，他也尝试为公

立大专的语言束缚解套，于1993年甘冒遭马来民族主义者巧击的风险，允

许公立大专的理工与医学相关科系恢复英语教学。惟马来知识界当时对此

反弹甚大，该措施后来即不了了之，逵论再往下推展至中小学阶段。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重挫马来西亚经济，翌年副首相安华（Anwar Ibrahim)

遭罢飄后引发的"烈火莫媳"iReformasi,意为"改革"）社会抗议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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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更让马哈迪穷于应付、无暇他顾。1999年大选国民阵线(Bariscm

Nasional,下称"国阵"）保住执政权，局面逐渐稳定后，马哈迪才终得

W重思语言政策之调整。数理英化政策遂在此政经与社会脉络下酝酿开

展。

二、文献回顾

前已述及笔者希望探究的问题是：数理英化政策为何发动得如此仓

促？争议何在？政治角力如何运作？又为何W失败告终？据此有必要回顾

两方面的文献，一就是曾具体论析马来西亚语言政策与政治之变迁者，二

则是笔者拟借用为本文分析框架的Bernard Spolsky相关著作。

(一）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与政治

任何政策因涉及资源的分配或重分配，牵动各方利益变化，自然难

免政治争议，语言政策也不例外。数理英化政策反映的首先是英语藉全球

化大潮对马来西亚构成的压为，而英语之所如此强势，和晚近数世纪W

来英帝国及美国相继觸起为世界政经霸权的地位息息相关，并非单纯的语

言因素所致。强势语种和弱势语种的使用者之间，权力关系并不平衡。譬

如英语为母语者在当今之世占尽优势，亦无学习第二及第兰语言的强大压

力；反观母语为弱势语种者，往往就需要付出不少额外资源与时间来学习

第二及第兰语言，W尽量弥平其竞争上的劣势。然而个人的语言学习毕竟

有其局限，W马来西亚为例，英语、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Tamil)

等国内的主要语种皆源自不同语系，兼学的难度本来就大，除日常的社会

沟通外，能真正精通双语者己属少数，逵论精通兰语或四语。语言习用上
的这种零和（zero-sum)性质，即偏重某语种之学习往往就会影响到个人

对其他语种的掌握能力，遂使语言竞争里难免存在赢家巧输家。
学界对马来西亚语言议题的讨论，早年主要是偏重于语言规划

(language planning)领域，或是将它纳为族群政治的其中一环来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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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少专口处理语言的政治面向。语言规划学者Asmah Haji Omar早在1970
年代时就指出，国家在将马来语制定为国语的规划上过程平顺、并无争

议，但在官方语和教学媒介语的规划上则面对激烈争执。此因国语作为国

民认同之象征符号，与官方语、教学媒介语作为国民的沟通及教育王具之

意涵毕竟有别（1979: 14)。官方语和教学媒介语的争议重点，是马来语

该不该获确立为"唯一的"官方语文？又应否确立为国民教育体制内的

"主要媒介语"？后者指的即是除了各语文科及相应的文学科目外（如华
文及中国文学；英文及英美文学），一律W马来语来教学。

Asmah在这方面的看法与官方无异，即认为联盟（Alliance)兰党在

国家独立前夕既己有过政治协议，W承认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换取非马来人
的公民权，非马来人就永不该挑战马来文化和马来语的主导地位。而W马

来语作为唯一的主要教学媒介语落实在一个统一的国民教育体系里，也才
能够达致国民团结。面对马来西亚的多语及多族群社会，Asmah对双语或
多语教学是期期W为不可，并认为华人和印度人在语文议题上的纠缠，
正是导致马来人和非马来人关系恶化并最终导致五一兰流血冲突的因由
之一，所W她乐见《1971年煽动法》对语言议题的街制（ibid.: 11，14, 41，

44)。8不过民族主义激情虽驱使Asmah对马来语的未来怀抱信屯、，另

方面她却也常在著作里流露出对马来语竞争力不如英语一一即便是在国
内一一的忧虑。所W为确保马来语文成功，就必须压制英语。她反对W英
语教授学校和大学里的理工科，因如此一来，马来语就只会用于教授艺文

及社会科学等科目，学生间势将形成上下等级之分，而国语也就难脱二等
语文的污名（ibid.: 55-56)。类似的观点，在1970至80年代的马来西亚学
界多有支持者，这里不赞。

不过1990年代中期W降，反思英语在马来西亚语言规划中的位置的

议论，又逐渐浮现。譬如另一极具影响力的语言规划学者Abdullah Hassan

(2005).就触及将双语重新引入马来西亚体制内一或更准确地说，马来
社群内 的可能性。Abdullah虽赞誉国家五十年来的语言规划颇为成

功，并与Asmah—样认为扶持马来语作行政及教育用语的努力，不单是为

了国民团结，也是王著要顽抗移民群体的优势W免遭对方压制的斗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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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也对这导致马来人逐渐趋向单语发展的副作用表示忧私，尤其乡区马

来人往往"连基础水平的英语"都达不到。反观华人和印度人，既掌握了

双语甚至兰语，也对这语言优势深有体会，致力维持。马来人必须意识到

他们也该掌握双语，否则"这将再度危及国民融合的进程。面对双语社

群，单语社群会大为吃亏"（ibid.: 7，10)。就行政与教育方面的用语而
言，Abd山lah向往的是马来语一英语的双语观而非多语，而他看问题的视

角，依然是马来族群为本位，即英语重获重视纯是出于民族的功利需

要，而无关国家语言政策的基本错误。

不过诚如民obert Phillipson所点出，语言规划界的专业意见多受西方影
响并西方世界的经验为根祗，但这在第兰世界的多语情境里是否适用，

其实颇有疑问（1992: 84)。相较于语言规划学者的乐观情绪，从族群政

治观点研究马来西亚语言议题者，则大多对国家语言政策的成效持疑。由

于族群间根深祗固的猜疑加上族群政治运作，后者倾向认为W马来语为唯

一国语及官方语来达致国民团结的作法，不仅过于简化、天真，更不无反

效果。Richard Mead就曾提到执政的国阵菁英之两面性：面对全国听众，

常侃侃而谈如何建构共同的国家认同；惟面对各自的族群成员时，则会

谈论族群间的竞争博奕。Mead的研究发现，独尊马来语之语言/教育政

策，虽至1982年时己全面获得落实，却未能带来预想中的团结( 1988:

39)。柯嘉逊则是举1983年由全国15个华团领导机构联名提交政府的《国

家文化备忘录》为例，说明国内仍有驳斥"单语及单一文化才能团结各族

人民；多语及多元文化将导致人民分裂"之论调的不同观点。此因民族或

国家团结与否，"经济、社会与政治因素更为重要"（Kua 1990: 215)。

就语言政治的讨论而言，Margaret Roff (1967)曾对围绕着1967年《国
语法》制定过程中激发的政治争议有过较详尽的论析，惟与民卫.Le Page

等早期关注过马来西亚案例的西方学者类似，虽有本王经验，但围于自身

的语言能力与学界网络，他们对基层华裔与印裔群众的语言关切似乎并不

熟悉，亦乏同情。后者对国家语言政策的抗议，在他们眼中乃自私、激进

之举，更不代表族群的主流民意。反观联盟政府的折衷取态值得肯定，成

功在各方的语文要求间取得微妙妥协。Roff尤其乐观地认为，1967年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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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争论拖到1969年大选时，或己烟消云散(1967: 328)。但她不幸错估形

势，1969年5月大选后爆发的族群冲突，语文议题正是导火线之一。

相较之下，Diane K. Mauzy对非马来社群在这方面的怨念，则明显有
着更深刻的理解。Mauzy曾生动描绘语言/教育政策在马来西亚由倡议至
落实的一般过程如下：

语言与教育的政策倡议在马来西亚的典型推进过程是：政府会先
大致地宣告政策，然后作小幅化步，并对实施的细节语焉不详。
接下来，马来人和非马来人都会就此表达抗议。不过随着政策全
面或局部地获得落实，非马来人会默许之并作出相应调整，与此
同时则表达他们将此视为最后底线的愿望及决‘。。至于马来人方
面，则是会不满该政策和政策的落实情况，认为政策取得的进展
不足或进度缓慢。（Mauzy 1985: 164,笔者中译）

然而非马来人对语言/教育政策展现出的弹性与调适能耐，并不意

味着他们的怨忿不满终将散去。事实上，恰是国阵政府这周而复始的决策
模式破坏了华教界对它的信任，W致任何新的政策倡议，都不免让后者警

惕、猜疑。不过Mauzy所观察到的1970至80年代初的情势，对時语种主要
是马来语和华语，分界线则是落在"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之间。1990年代

后情势又变，英语伊然己经成了两阵营内母语择卫者的共敌。马来人该如
何面对英语？ Alastair Pennycook指出一方面，强势英语必然会对马来语的
国语及官方语文地位构成威胁；另方面，马来人若未能好好掌握英语，必

将积弱不振，何况早己经掌握经济优势的非马来人多能更好地驾驭英语。

此外马来语的使用W公领域为主，英语则是依然主导着非马来人所活跃的
私领域。所W英语对马来人来说不纯粹是个外语或国际语言，掌握英语不
仅有助其环球竞争，更是与当地华人竞逐所需（1994: 194, 199, 201)。

李福源就几大语种在族群政治下的竞逐，近年来有更细致的讨论。
他认为二战前的马来亚，可W被归类为拥有多语教育体系的双语国度（a

bilingual state with multilingual education,这里的双语是指马来语和英
语）；二战后马来亚则是蜘觸于双语和多语之间。独立初期，国内一度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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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激昂的语言与教育争议；1969年族群暴动后，国家则试图确立"局

部双语"。而晚近的全球化大潮，则让他看到了多语意识的回归，并促

成"一个有限的多语教育体系在马来西亚重现"（Lee 2007: 119, 132,

137)。不过教育实践上的多语趋势，是否意味着国家意识形态在这方面

也己经相应转变？ '

如前所述，民间与政府在"多语教育体系"的争论上，华文教育体系

的慶续与否乃最大张力所在。然而英文文献对华文教育界的论述理据与要

求，多缺乏理解而失之偏颇，遣论点出马华社会在语言议题上的族群内歧

异。陈绿滿的 TTz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1997)
当是其中异数。该历史专论的焦点虽是落在1950年代，它对华社内部就语

言议题之歧异看法的细致分析，或仍与今日情势相距不远。华文教育诚然

是马华政治的主轴之一，因其紧扣马华当代的其他议题，几可谓支持华文

教育，即等如支持屡遭国家政策侵蚀的华人权利（Tan 1997: 290)。

无论如何，1990年代中期后环绕着马来语和华语教学的争辩渐少，

而伴随时毫之"全球化"一词而来的，是马来西亚教育界对英语新角色

的探索。Saran Kaur Gill 口002)为国内英文水平的"严重倒退"哀叹，并
疾呼国人W务实态度，将攸关国家竞争力的英语视为"爱国语言"ahe

language of nationalism)。2002年当马哈迪正式倡议W英语教授数理科
后，Gill毫不意外地予W大力支持（Gill 2005)。反观Alis Puteh面对英语

风潮，则是坚定择卫马来语的地位，反对数理英化（Alis 2006)。不过他

一方面强调母语教学对马来学子的有效性，令方面却又支持将一个基本上

单语（马来语）的教育体系套用在多语境的马来西亚社会，送就未免自相

矛盾、难成说法。

(二）Spolsky就语言政策的分析框架

浸淫语言政策研究多年的Bernard Spolsky 口004: 8-14)认为广义的
语言政策，可大致分兰个层面来看，即语言的意识形态、管理和实践

(language ideology, language management & language practices)，而这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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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面彼此未必协调一致（见图一)。语言政策这三:个层面的互动，既可

能由上而下，也可能由下而上，彼此互相牵动（见图二）：

图一；Spolsky的语言政策分析架构

Source: Spolsky (2004: 5-15)足 Shohamy (2006: 53)

图二：语言政策兰层面的互动关系

Language Ideology

Language Management

首先，所谓语言的"管理"，其实就是一般学者认知中狭义的语言政

策。例子如官方为提倡、扶助或打压某特定语文所制定的具体官方语文政

策，或一般化构、公司内部的具体语文使用规范（如规定同事间的文字沟

通必用英文，口头沟通则可使用其他语言），或小至个别家庭内家长所规

定的语言使用规范（如要求孩子跟父亲W英语沟通，跟母亲则改用华语交

谈）。语言管理无疑是语言政策中最显明的部份，也是语言政治运作中各
方争夺之地，因规范本身就意味着什么可W、什么不可W，各方的权力与

权利自然就会出现差异。就本案例的讨论而言，语言管理指的即是国家在

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语言政策，主要也就是对教学语文的规范：什么学校该

用/可用/不可用哪些语文教学？不同教学语之间的分工又如何？

至于语言的"意识形态"，Spolsky指的则是相关群体"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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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应如是的语言规范或规划。意识形态上觉得应该如何如何，’不

必然就能顺利落实在具体的语言规划当中。.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因

素都可能构成障碍，故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管理未必一致。譬如多语政策

未必是非洲某国当权的主流族群所愿，但为顾及政治上的可行性，却不得

不往多语的政策方向规划。’同理，国家具体的语言规范如何，不必然就能
框限住民众日常生活里的实际语言行为，尤其是私领域的语言互动。语

言的"实践"，顾名思义，指的就是这一层面（类似讨论亦可见如ohamy
2006: 53)。W下笔者将W2003〜2011年间的数理英化政策为焦点，藉

Spolsky的这个基本框架，来解析当中的语言政治互动。

三、数理英化政策的倡议、执行与结果

2002年5月3日，首相马哈迪所属的巫统古邦己素区部（Kubang Pasu
UMNO division)通过决议，呼吁政府增加学校的英文科节数，并将某些

科目转用英语教学，冀W提升国民的英文程度。该话题随即在马来报章

上引发热烈讨论，而马哈迪本人于兰天后甚至表示，政府并不介意复办
英校，W遏阻英文程度下滑。2002年5月10日，在主持过巫统最高理事会

(Supreme Council)会议后，马哈迪终于宣布自翌年起，不仅要将公立大
专院校的数理科目转用英语教学，就连全国中、小学校的数理科，也要开

始逐年逐级转换为英文教学（TVew及ra化TVwes, 11 May 2002: 1)。然而恢
复英校之构想，因对马来民族主义情感的冲击过大，则未过得了巫统最高

理事会这一关。数理英化政策遂可视为马哈迪试探过马来社会民意后的一

个折衷方案，即老练如马哈迪，或已预见到恢复英校在现阶段仍不可行，

乃诉诸于国内政治人物之惯常手法，即yu寸价还价方式，先把价码抬高，

再让对手折价1^取得阶段性妥协（访谈郭全强，居塞，2007年6月18日；

访谈郭诛镇，吉隆坡，2007年7月6日）。

政策宣布两个月后，教育部就W前所未见之效率，仓促拟出了自2003

年初新学年开始，就要在小学一年级、中学一年级及先修班一年级同步实

施该政策的规划。换言之，对此重大变革，教育部竟无任何试点或先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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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pilot scheme)的渐进安排。如此急进的政策逆转难免争议，支持与
反对的混杂声浪迅速涌现，族群内部的分歧在这问题上也相当明显，国内

兰大族群一一尤其是马华和马来社群内皆有正、反两大阵营之辩。不过因

主流媒体多直接或间接地操控于执政诸党之手，加W正、副首相及部长们

纷纷W《内部安全法》要挟反对该政策的"极端份子"、"种族主义者"

和"沙文主义者"，马来社会及印度社会的反对声浪，很快就在主流媒体

上消声匿迹。惟W董教总为首的华社反对舆论依然昭噪，于是该怎么面对

数理英化政策，很快就成了华人/华基执政党的烫手山芋。9

华教界及多数华团所争取的，是华小能继续华语教授数理，而自外

于该政策之施行。如前所述，国民教育体制内的华文中学，早在1961年教

育法令实施后就己不存，所W华小既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根抵，更是主
体。而历经1970及80年代执政者多次欲调整华小教学内涵的风风雨雨后，

华教界对相关措施之戒也可想见。在华社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马华公会

和民政党虽己分别在2002年的10月及8月就公开反对过华小数理英化，但

在强势的马哈迪及巫统政治意志笼罩下，国阵最高理事会议于2002年10月
22日就已"达致共识"，要求全国各类型小学一体适用该政策，华小也不

例外。两党既无力扭转政策主轴，唯有私下运作，并找来另呈个华基执政

党共议折衷之道。

马华公会、民政觉、砂拉越人联觉、沙巴进步党与自由民主党随后向

首相要求一周的咨议期，W提出可行的政策微调方案。惟自由民主党的主

席章家杰，翌日就转而表态支持马哈迪的决定，不再与另四党商议此事。

于是专为华小量身订做的"2-4-3方案"，就在这妥协背景下由各党高层政

治人物经密室商议而生。W所谓2-4-3方案，是指华小的一年级学生须自

2003年起，每周要上2节的英文课（华小按规定原是从吉年级起才修习英

文），"并在W华语教授的数学和科学课外，另修习W英语教授的4节数
学和3节科学课，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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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华文小学W双语教数理的"2-4-3方案"（第一阶段)

科目： 英文 数学 科学

华语授课节数（每周） 6 3

英语授深节数（每周） 2 4 3

2-4-3方案显然是试图W所谓"双语"教学（事实上教学内容重复）

让各方皆大欢喜、面面俱到。如此折衷方案出于一众重量级马华政治人物

之手，虽不乏往例，但影响深远的教学语言规划竟然可W不经教育专才之

手，反沦为执政者在密室内斤斤计较、加加减减并于一周内即定案的荒攫

现象，无异映照着马来西亚语言政治的敏感与现实。譬如据当时曾亲身参

与此过程的民政党署理主席郭诛镇透露，四党经内部商议及向特定人±咨

询后，I2提交国阵最高理事会的方案原是3-3-3。不过会中马哈迪认为，

数学一科最重要，3节不够，于是又将它调整为2-4-3。此外，2-4-3方案乃

专为华小而设，国小和淡小皆无类似的双语教学安排，际遇有别，巫统政

治人物对此很有意见，马哈迪遂不得不耗上两、兰个小时的会议时间，来

说服其巫统同僚接受方案（访谈郭沸镇，吉隆坡，2007年7月6日）。
无论如何，经过约半年的忙乱准备后，数理英化政策终如期在2003

年初于全国所有的中、小学校推行。结果一如所料，因与教学原理奸格

及教育行政上配套不足（如英语师资良寨不齐）所衍生的扰人问题，不久

即逐渐浮现。这当中最严重的，莫如乡区马来学生因调适不良，未蒙其

利反受其害的问题。乡区学童周边的英语资源，远不及都市小孩，部份

学童甚至没上过幼儿园，结果一上学就面对数学、科学两科W完全陌生

的英语教学，不仅数理学习成效不彰，英文科也未见起色(Shaharir 2005;

Abdullah 2007)。2005年3月％日在吉隆坡召开的"第二届马来人教育大

会"化ongres Pendidikan Melayu Kedua)止,更有学者发表报告指出，马
来学生在此措施下，未来或有髙达五十万人因无法掌捏英语而被迫綴学。

不过送类数据似有夸大之嫌，其调查方法严谨与否也难W窥知，笔者对此
不无保留。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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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各校普遍都面临合格的英语数理教师严重缺乏的难题。教育部

虽在首相马哈迪敲定政策后，就火速办理了不少梯次的教师英语再培训课

程，但一来师训界英文教学的断层已久，教师的英语素质难W凭短期的培

训课程拉拔；二来则即便是培训班本身的教学质量，据不少曾参与过相关

课程的老师反映，恐怕也很有问题。M于是在教育部督学眼角W外的真实

教学现场，不少教师要不是勉强使用着不太正确的英语授课，要不就索性

仍W原来的教学语为主进行讲解。而华小方面因有别于国小、淡小，采用

了特殊的数理双语教学模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尤其普遍。

譬如不少华小校长经由校长职工会这一平台所达致的默契，就是英文数理

的考试照考，成绩也都上呈予教育部参考，但却不将它纳入学生的学年分

数总计（即成绩报告册上的总分），试图W此降低英语教数理的冲击，另

方面也维持了华语数理的主导地位（访谈彭忠良，吉隆坡，2007年11月1

曰）。"

但即便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华小在政策执行近兰年之后，也就是

2005年底，还要面对另一项让华教界焦躁的技术性麻烦：在2-4-3的双语数

理教学方案下，华小第一阶段（即小一、小二、小兰）的节数，其实已达

到了教育部所规定的小学每周授课不得逾50节的极限。"然而华小的第二

阶段（即小四、小五、小六）因科目增多，数理方面如果还是依2-4-3方案

授课，那总节数就必然会超过50。华教界不免又要担也政府会藉此机会，

进一步削减W华文教授数理的节数。正是在这样的焦虑背景下，2005年12

月10日，董教总成功结合了六百多个民间团体，在加影（Kajang)的董教
总行政中也办了个兰、四千人的大集会，再度要求反数理英化。这场集会

的特殊意义，是参与者并不限于华人，而是难得地首度有兰大族群的代

表，包括来自马来民族主义及文教团体者，针对一项语言议题持共同的反

对立场。"

马华公会因华小第二阶段的新安排，再度面临压力，时任总会长的黄

家定乃亲自与教育部长希山慕了（Hishammuddin Hussein)私下协商解决

之道。然而黄家定W希山慕了为协商对象，其实已再度彰显国阵内部权力

失衡的现实，即马华公会和巫统早非平起平坐的伙伴。巫统的希山慕汀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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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教育事务，却非资深部长。论地位，久任内阁部长高职的黄家定若亲自

出面，理应直接与巫统主席一一即马哈迪的继任者首相阿都拉（Abdullah

Badawi)商议此事。"这场过程隐晦的典型"国阵协商"，结果一直拖到

了距新学年开学己不足半个月的2005年12月23日，才终于谈出结果。当权

的重量级政治人物不惜再度为华小各科节数的加加减减绞尽脑汁，替华小

第二阶段之数理教学设计出所谓的"6-2-3-2方案"，即华语教授的数学

课维持每周6节，W英语教授的数学课则减至2节，另外W华语教授的科学

课也维持每周3节，英语教授的科学课则减至2节，如下表所示：

表二：华文小学W双语教数理的"6-2-3-2方案"（第二阶段）

科目； 英文 数学 科学

华语授课节数（每周） 6 3

英语授课节数（每周） 4 2 2

6-2-3-2方案的一大重点是：政策虽未回头，华语数理的节数却并未较

华小第一阶段时减少，华教界的焦虑遂暂时得舒缓。"此后因政府仍

一再表达坚定的政策推行立场，不少华裔家长也由始至终态度暧昧，有别

于各大华团的积极反对姿态，反数理英化运动的锐气渐失。不仅马华社会

如此，就连一向与董教总紧密合作反对数理英化的淡米尔文教团体，也对

淡米尔文的前景益趋悲观，并抱怨董教总态度不够积极（访谈Arumugam
Kalimuthu,吉隆坡，2007年]1月5日）。"而马来社会方面，因反对意见

不无牵动巫统选票的风险，尤其遭政府刻意地搪制、消音。譬如国家语文

出版局iDewan Bahasa dan Pustcika)原是马来语文民族主义者的大本营，

政策倡议之初也一度颇多批评，甚至藉由与出版局关系密切的马来西亚语

言学会iP灯satucm Linguistik Malaysia),连出了几本驳斥官方论述并择
卫马来语地位的书籍，如Kercmda 152: Bahasa Kita, Air Mata dan Maruah

Kita (PLM 2002)和Sm口ra Pejuang Bahasa (Abd山 Rahim & Awang 2005)。不
过出版局成员的公务员身份，很快就让他们在压力下嗦声。

2007年开始，随着第一批W英语学习数理的小学生即将在翌年完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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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并面对小六检定考试（UPSR)，华教界又进入另一回合的焦虑。

本次焦点主要是担也小六检定试里的华小数理科试卷，届时若纯!英文而

非中、英双语出题，那华小同样大势己去，离变质不远。尤其教育部迟迟

不愿宣布相关安排，更是启人疑窦。董教总遂于2007年7月8日，又邀集了

兰大族群的相关团体，在其加影行政中也发起一场要求恢复小学数理母语

教学的运动。然而若将此活动和它在2005年底发起的那场大集会相较，活

动己是由户外走向室内，用词则是由"反对"论为"要求恢复"，而人数

方面由数千缩减至数百人，明显可见其势己衰。

有趣的是，就在民间反数理英化的声势渐弱之际，2007年10月27日，

首相阿都拉却终于在出席一场华人文化晚会时宣布，2008年的UPSR华小

数理科仍将W双语出题（《星洲日报》，2007年10月28日）。"所谓双

语出题，乃是备好两份各W华文和英文出题的数理科试卷，供考生自由选

择。教育部长希山慕T稍后更首度承认，数理英化后教学成效至今不彰，

乡区马来学生尤难应付，只好维持中、小学数理科试卷都W双语出题，W

减少其负面冲击。换句话说，2008年的小六检定考试不仅华小如此，就连

政策上早己经纯用英语教数理的国小、淡小亦然。而中学阶段的初级教育

文凭试（PMR)及教育文凭试（SPM)的数理科，也同样维持双语出题。

此后不少有份量的马来政治人物，包括首相女婿一一巫青团副团长凯里

(Khairy Jamaluddin),就开始频频发言要求恢复数理科母语教学。2009
年7月8日，阿都拉下台后继任的纳吉内阁，终于宣布自2012年起，各源流

小学将逐年逐级恢复使用母语教授数理；而国民中学亦将恢复W马来语教

授数理。数理英化政策辛苦走一遭，于焉回到原点，所遗者仅中六和大学

预科班往后将持续英语教授数理科目。22

四、解析与讨论

(一）政策动机

由数理英化政策自倡议到推行期间的种种迹象来看，其决策显然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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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内一个相对漫长的集体酝酿过程，而是由高层领导强势发动。由

于本研究未能成功访谈马哈迪本人，有关其动机的议论，遂有赖于旁敲侧

击的间接佐证，难言有力。只是政策动机与后续的讨论相关，仍值一探。

马哈迪自政策的倡议阶段始，就曾明言这是个政治决定。政策由他

直接发动，并不经教育部的专业评估与规划。2002年6月22日，也就是距

他倡议数理英化后不过月余，马哈迪再度出人意表地在巫统第五十六届常

年代表大会上，含泪宣布辞去党主席一职。巫统的政治惯例是党主席必为

首相，卸任党主席就意味着他也将卸下首相一职。经会场众人劝说后，马

哈迪虽同意留任至2003年10月W利交接，但显然去意己决。所合理推断

马哈迪离职前仓促推行数理英化的动机，大约不出两点：其一，这是个

他认知中的迫切危机，已不容再磋路。其二，马哈迪应该必里明白如此争

议性的政策，若非出自他这强人之手，其继任者未必撑得住马来语言民

族主义者排山倒海而来的强大压力。或者更坏的情况，是新首相根本就不

愿正视危机，拒图此重大变革而贻误时机。马哈迪曾在1970年代英校被迫

转型之际，W激进民族主义者之姿担任过教育部长（ 1975〜1978)，如今

时移势易，他似乎要背负更沉重的历史责任去"导正"局面。董怠主席任

内（1993~2005)曾与马哈迪有过不少交手经验的郭全强，对此亦持相同

看法（访谈郭全强，居蜜，2007年6月18日）。马哈迪多年来的内阁同僚

郭沫镇，也在2007年7月6日的访谈中基本同意笔者的观察。不过他认为马

哈迪其实早就意识到这问题严重，只是1980年代中期W后马哈迪曾深陷党

争困扰，1990年代中期W后则又因亚洲金融危机和他罢飄副手安华引发的

政治动荡无暇他顾，致延误至今。至于安华本人，倒是不愿在访谈中对

马哈迪的个人动机置评。但他与杜乾焕都认为马哈迪的威权领导与自负性

格，才是他一意孤行、不考虑专业意见的关键（访谈Anwar Ibrahim,八打

灵，2007年6月4日；访谈杜乾焕，乔治市，2007年11月12日）。

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像"复办英校"这类构想，竟能浮现于政策

讨论初期。回首廿年前，巫统党内恐无一人敢有此念头。此外，复办英校

之议，最终虽是遭巫统最高理事会腰斩，惟数理英化下的学校教育，实际
已和英校相去不远。这种情况尤W小学为然，此因国小的主要科目只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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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即国语、英语、数学、科学；华小和淡小这类国民型小学，则是需要

多学习一科华文或淡米尔文。至于"公民"与"道德教育"这类较为次要

的科目，则根本不是小六检定试的考试项目。数理英化政策毋宁是个规避

或至少试图弱化马来语言民族主义者炮火的迂回之计，却未必完全契合决
策者的初衷。

然则马哈迪眼中的迫切危机，真实性如何？政策推行之急促，让人

不得不探问其背后驱力。全球化对马来西亚语言生态的冲击，首先表现在

公、私领域昭然的语言差异上。1970至80年代，因官方独尊马来语，不仅

英校消失，各级政府除东马的沙己、砂拉越两州政府外，其行政用语也从

实质双语迅速转向单语，W致公领域成了由马来语文鲜明主导的场域。不

过因私领域的民间一一尤其是工商企业界一仍受英语宰制，且华语和各

类华南方言（如粤语、闽南语）及淡米尔语等也都占有一席之地，公、私

领域之间的语言差异，开始变得十分明显。起初马来人对此多不W为意，

因马来学生可透过族群配额保障，相对轻松地入读公立大专，毕业后再经

由另一套配额保障，轻松进入他们一般最向往的公家机构任职。然而1990

年代后，政府作为大专毕业生最大雇主的角色不再，23私领域则随着国内

经济腾飞，超越公家机构而跃居为大专生就业的主要场域。与此同时，政

府开放民间创设私立大专院校的自由化举措，又迅速造就了一如公家机构

与工商界在语文应用上的二元分化，即公立大专的教学W马来语为主，私

立院校则几乎全用英语。24两项因素交缠，遂导致W马来人为主体的公立

大专毕业生严重之失业问题。

另外，与"公领域/私领域"重叠的除"马来语/英语"外，还有"

马来人/非马来人"分化的老问题。马来西亚虽拥有多元的族群人日，其

政治上的主要裂隙，多年来却仍是落在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之间，而非一般

人所认知的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其他，或王著与非±著之间。25就教

育境遇来说，华、印裔学生因处处受限，难于挤进公立大专的窄口，亦难

获取公费奖学金，只好自付昂贵得多的学费入读本地私立大专，或索性留

学英、美、力日、澳等英语系国家。结果其求学经历固然艰辛，毕业后面对

私领域的就业市场，却往往会因语言优势等而较公立大专的马来毕业生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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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许多。所W长远来说，公领域/私领域、马来语/英语、马来人/非马

来人的兰叠现象，确是马来人竞争力的隐忧。马来西亚著名的政经学者、

目前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的佐摩（K.S.Jomo)，早在1994年就曾指出：

讽刺的是，马来学生反成了英文程度下滑的主要受害者。他们是
在踏入就业市场之际就遭到惩罚的那批人。非马来人基本上都通
互语，一般也就应付得稍微好些。这种局面，对马来人实在是板
端不利。(New Straits Times, 2 January 1994, p.8.笔者中译）

马哈迪恐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亟欲求变。有谓其数理英化政策

主要原是针对马来族群而来，本应与华小无涉，但他也了解若不对华小、

淡小一体实施，则势必无法平抚马来社会的强烈反弹（访谈郭珠镇，吉隆

坡，2007年7月6日；访谈李成材，吉隆坡，2007年8月7日）。时任马华公

会中央教育局主任的李成材上议员还提到部份巫统政治人物虽不赞成马哈

迪的倡议，却不敢搜其锋，只好借着"拉华小下水，盼华社把它闹大，最

后一起拉倒"。马哈迪面对"要改一起改"的反弹声浪，乃向"原本坚决

反对该政策在华小实施的马华"施压。不过这一点笔者并无法亲自向巫统

当事人求证。其次，马哈迪或许也视此为一统国内多元教育体系的历史良

机，藉由将英语落实为各类型小学共通的主要教学语之便，另类途径达

致国家自1950年代W降即追求的所谓教育"最终目标"（访谈郭全强，居

蜜，2007年6月18日；访谈许海明，北海，2007年8月11日）。然而华社的

抗拒，却似乎颇出其意料之外，而这与族群间和族群内部的语言预顽有

关。

(二）语言政治的张力

马来西亚的语言生态虽然丰富，要角却不多。英语虽在1970至80年

代受挫，民间优势犹在，近年来更随全球化的大潮复盛。马来语作为国

语，则有国家机关作其坚实后盾，处境安稳。至于华语，虽屡受冲击，却

因华社基于文化信念与族群认同而顽守多年，至今未衰，更多少受惠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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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中华经济圈幅起的势头。19%年启播的私营卫星电视一一賣宇电视

(Astro)，可谓彰显这方面影响的具体而微案例。裹宇电视经由其购自
中、港、台等世界各地的五花八口频道，不仅让马来西亚华人超越早年国

营电视台的局限，更贴近整个大中华经济圈的脉动，也让他们开始见识到
华语文在资讯与知识传播上的实用价值。此外，自1997年起，全国华小持

续都有总数约五、六万名的非华裔学生就读，26这当中扣除西马的印裔

及东马的非马来裔止著学生盾，每年仍有约略一万多名的马来学生就读华
小，其意义非凡。27相比之下，淡米尔语虽是马来西亚印度人社会内部的

强势语言，却因该族群长期人寡势弱而位处边睡。28所W国内的语言要

角，惟英语、马来语和华语，呈者虽因影响力不均难言"鼎足而立"，但

就国内日常的语言生态来说，兰语并存已渐成常态。例如本王商界迄今虽

仍由英语菁英主导，但为争取规模可观的华语文客户群，近年来在广告、

说明书、商品标示、公司网页及为客户提供的询答服务等方面，也都会尽

量在英文及马来文之外，加设华文，至于淡米尔文，则是行有余力之大企

业才可能提供的选项。

马来语言民族主义者与华教人壬在1967年《国语法》制定前喧器的

1960年代，曾互视为寇雜，惟晚近发展似己让两者都逐渐意识到，英语才

是他们可畏的"共同敌人"。英校消逝有利华小与华文独中复兴的现象，

或可让我们据此推断华裔家长不论是出身华文或英文教育背景，其语言优

位之排序，大多恐怕仍是英语优先、华语次之、马来语殿后。眼下既无英

校可选，那就宁选华小，也不愿送小孩去国小。否则华小不无可能如新加

坡于1970至80年代所经历过的转折般，在政府力倡英校却保留华校供家长

选择的情况下，还是因新生逐渐流失而遭淘汰出局。不过如今高达九成华

人子弟入读华小的结果，倒成了马华内部华文与英文教者出身之两大群体

间松散的接合剂。换句话说，小孩就算家里讲的还是英语，至少接受过六

年的基础华语文教育，有能力和其他的族群成员用华语沟通，也更了解

(虽不一定赞同）华教人±掉卫华语文的文化执着。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

壮大了华教运动的民间基础与正当性。这种改变反映在语言政治上，就是

华裔政治菩英不论朝野，历来虽多是出身英文教育者，但在面对华小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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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英化争议时，仍不敢冒政治风险去公然挑战董教总和其他许多华团的立

场，乃尽力促成特殊安排，减少政策对华小的冲击。

然而吊诡的是，这回反倒是不少华裔家长态度暧昧、欲拒还迎。个中

的族群内歧异，值得细论。就笔者于2006至2007年间针对数理英化政策和

特定人物及一般民众的正式访谈与私下交流所见，大致可分兰种回应。粗

略地说，第一类回应是：不少华裔家长一一年轻家长尤其如此一一其实并

不排拒甚至欢迎小学阶段的数理英化政策。他们多不认为这有损华小的华

校特质，也相信（或迷信）孩子们很快就能适应非母语的数理学习。至于

中学阶段，则近乎一面倒地希望政府索性复办英中。29当然华裔家长的观

点难免受许多因素（如地域与世代差异等）影响，笔者既无法提供相关的

统计数据为佐证，这类观察犹待检验。

第二类回应，则是坚持华小W母语教授数理，或顶多接受华小附带

教授英文数理词汇，但对中学阶段则是乐观其成，更乐见政府复办英中。

我所访谈过的华小校长、华团领袖及华裔政治人物，基本上都持类似看

法（访谈彭忠良，吉隆坡，2007年11月1日；访谈周世扬、张志开、李国

辉，2007年5月28日；访谈莫文翔，汝来，2007年7月5日；访谈李成材，

吉隆坡，2007年8月7日；访谈刘天球，八打灵，2007年8月7日；访谈章

巧，北海，2007年8月10日）。M事实上不仅马华社会，我所接触过的"马

来西亚淡米尔文教育研究与发展基金会"（Malaysian Tamil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领导人，女口Ammugam Kalimuthu
和A.V. Kathaiah (吉隆坡，2007年11月5日及6日），虽坚定掉卫淡米尔小

学的存续与发展，也都明确支持复办英中，不认为淡米尔中学有存在的必

要。访谈过程中，这类受访者往往爱追忆昔日英校时代的"美好时光"，

对英校校园内各族群学子们和乐共誠与英语对答流畅的过去细怀不己。简

言之，他们的基本认知是：华小六年是底线，务必挥卫；但六年的华文根

祗大致己足，中学阶段则应务实地转用英语教学，将华文保留为语文科目

即可。至于这种"两边图利"的模式其教育实效如何，则少有人深巧。

第兰类回应，则是W董教总为代表的立场，即坚持中、小学两阶段皆
W母语教授数理科目，才是最理想的状态（访谈钟伟前，加影，2006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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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4日；访谈姚丽芳、叶翰杰、余裕忠，加影，2007年5月30日；访谈莫

泰熙，加影，2007年6月旧；访谈郭全强，居蜜，2007年6月18日；访谈

柯嘉逊，加影，2007年8月9日；访谈许海明，北海，2007年8月11日；访

谈刘锡通，八打灵，2007年10月29日；访谈叶新田，吉隆坡，2007年11月

19日）。惟如上所述，持这类立场的华社成员似已渐成非主流。于是有别

于马华教育之前的许多危机事件，董教总在反对数理英化政策的论述上备

觉艰辛，反倒由马来语言民族主义者的反对论述上获得奥援。

至于马来社会方面，争议的焦点，恐怕是众人对马来语实用价值一一

尤其是它中介科学知识的能力一一的不同判断。前己述及马来西亚公、私

领域截然分化的语言生态，长远来说，对身为既得利益者的马来人其实并
不利。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及主要科技语文的角色，让当前的马来民族主

义者，陷入了一个棘手困局。1970至80年代，当国家的语言规划活动进行
得如火如茶之际，语言规划者往往爱举日本为范例，说明一国国语作为教

学语文，一样可W协助国家成就先进工业国的地位。不过马来西亚今日

的经济规模及马来语文相对浅薄的文化传统来看，两者显然并不可比。此
所^^^1993年，当马哈迪首度尝试恢复W英语作为部份大专科目的教学语

时，曾语重如长的说了 下这番话：

我们需要这么做。政府的看法是：我们若能成就为一个成功的民
族，那我们的语文，自然就能得到他人尊崇。反过来说，一个
不成功的民族，就算坚守其语文，还是无法为他们赢得各方的尊
崇。(New Straits Times, 28 December 1993: 2.笔者中译）

适种务实的语文观在马哈迪看来，不仅无碍民族主义，更是真正

地为其民族的未来着想，却也必不见容于一贯强调"语文是民族生命"
(bahasa jiwa bangsa)的传统马来民族主义者。彼此间的深刻歧见，在
数理英化政策一役上表露无遗。马来政治菁英不论朝野，都终将面对这项
两难扶择。时任伊斯兰党署理主席的纳沙鲁下（Nashamdin Mat Isa)就认

为数理英化政策是个好政策，只是推行得过于仓促，很多方面都没做好准

备，尤其师资。所W若能完善政策配套，他乐观其成。"数理科毕竟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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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科目，用英语无妨。"（访谈Nashamdin Mat Isa,吉隆坡，2007年11

月1日）安华则甚不为然，认为若要提升国民的英文程度，重点并不在

此，且这将影响马来语作为国内共通语的功能。不过安华虽强调大学阶段

确实该注重各专业领域之英文，教学语可弹性处理，却回避了笔者就中学

阶段教学语立场的提问（访谈Anwar比rahim, 2007年6月4日）。无论如

何，因政策推行得实在过于仓促，规划不良、准备不周，乡区马来学子受

害甚深，加W强人马哈迪已不在其位，草根马来民众的压力，遂逐渐逼得

英文教育出身的一众马来政治菁英屈服，终让政策折腰。简言之，马来社

会在这方面的内部歧异，或许不如华社表面上来得喧哗，却因事涉语言之

文化与实际功能的基本看法（即语言意识形态），而更加难W在短期内调
和。

凡此种种，我们若[^Bernard Spolsky "语言政策"之分析架构来检视
马来西亚当今的语言生态，当可轻易发现其张为所在。运种张力主要源于
它在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及语言实践这兰个层面，都很不一致。

首先，国家的语言意识形态，独立巧期曾一度颇为暧昧，自1970年

代起则相当稳定。马来语作为唯一国语及官方语的宪法地位，至今不曾动

摇，惟2002年数理英化倡议的出现，却似意味着它也许正悄悄经历着一段

类似"典范转移"的过渡，也就是从独尊马来语的单语意识形态，逐渐转

变为比较务实的双语思维。一方面，国家虽仍极力维护马来语的象征地位

及其文化价值；另方面，却不无逐渐架空马来语的实用性（即限缩其语文

功能）而代之W英语的意味。这样的转变，一为顾及国家尤其是马来民族

的长远利益，二则是直接缘于马来西亚社会整体在语言实践上，多年来顽

抗拒变所造成的它与国家语言意识形态之间的严重落差。无论如何，数理

英化政策之受挫，说明了国家语言意识形态这可能正在进行中的典范转移

之过渡，远未完成。

马来西亚社会的语言实践，则是显然从未逸出"多语"的框架，不同

时代间的差异，或许只在语言优位排序上的些许变化。譬如1970至80年代

马来民族主义高张期间，马来语借着各项语文律例与行政法规之助（例如

联邦和各地方政府对招牌及广告文字的规范），就明显压制了华语文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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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却无法迫其走向消亡，遣论英语。而晚近来全球化浪潮下英语

(及某种程度上中文/华语）的冲击，更是首先强烈地反映在民间私领域

的语言实践上，遂进一步拉开了它与国家语言意识形态之间的落差。

至于说到国家的语言管理，则无疑是从独立迄今最为反复不定的一

个层面，五十余年内由英语主导一变而为马来语宰制，然后又逐渐地往回

摆。国家具体落实在教育领域的语文相关政策与措施更是反反复复，让学

生、家长、教师都难W适从，也因此制造了好几个世代的语文教育"白老

鼠"，遗患至今。然而国家的语言管理之所W反复不定，恰恰是因为该

领域乃国家企图调整语言意识形态与实践之间的落差的关键领域。换句话

说，要改变现状，就得透过具体的语言政策为之。不过药方若不得法（譬

如到底该确立为双语或多语的教育体制等），或是依然无法摆平族群间及

族群内部的语言歧异，那就只好推倒重来。

五、小结：数理英化政策会杏再来?

马来西亚的语言意识形态、管理与实践诸层面，既然都存在落差，则

张力难免。这种不一致也逼使执政菁英不得不正视现实，重新调整官方思

维。而在试图使国家的语言意识形态与社会上的语言实践契合的过程中，

语言管理是关键，数理英化政策正是这方面的一项重大变革。惟数理英化

政策之惨淡收场，说明的问题恐怕不是马来西亚社会拒绝调整，而是政策

本身并不得法，各族群间及族群内部也远未就此达成共识。马来西亚独特

的族群政治运作，则为共识之酝酿，加添了许多变数。然而如果语言的意

识形态、管理与实践诸层面的落差持续，那仅仅将教育体制回复至2003年

前的原状，显然不是解决问题之道。此所W政府在逐年逐级之方式恢复

中、小学校之前的数理科教学用语时，也做了有别于"前数理英化政策时

代"的一些调整。

首先，复办英校是否选项？如上所述，马来西亚民间（尤其华社和印

度人社会）不少人对此颇有热盼。且复办英校既能部分回应全球化下的语

言挑战，亦不失为调和国内公/私领域语言失衡的办法之一。然而巫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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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菁英显然已经由数理英化政策推行期间么纷纷扰扰意识到，目前如倡议

复办英校，那会连族群内的分歧都无法跨越，逵论其他。不过数理英化政

策本就是近于复办英校的迂回之道，此路不通，执政者自然还有其他的迂

回方案可W考虑。

严格来说，数理英化政策并非白走一遭。该政策的遗绪之一，就是

大专阶段的教学语问题基本上己经取得共识。英语的强势地位获得确立，

马来语则即便是在公立大专内也逐渐趋于弱势。其次，大专W下，中六和

大学预科班也得W维持用英语教授数理科目，某种意义上已是恢复了中

六阶段的"英校"。至于中、小学阶段，教育部当前的口号是"巩固国

语、加强英语"(Memartabatkan Bahasa Malaysia & Memperkukuh Bahasa

Inggeris),至于如何"加强英语"，则弹性颇大。一如数理英化政策，
执政者的也思，显然主要仍是放在如何W任何手段提升马来人的英文水平
W强化其竞争能力上，焦点其实不在华小与淡小。而除了对英文师资、教

学时数、教学法、教材等等的配套作改进外，晚近比较值得注意的发展，

还有玛拉理科初级学院(Maktab Rendah Sains Mara)将在2016年全面落

实"双文凭试"的规划，即让LJA马来学子为主体的玛拉学生同时考取国内
的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及英国的国际普通中学教育文凭（IGCSE)。

这当中的玄机，是两项文凭试的数理科目课纲其实大同小异，差别只在教

学语文。而首相纳吉的国会选区一一彭亨州北根的玛拉理科初级学院，则

是首间实施"双文凭试"新制的玛拉学院（2011年）。

同样值得关注的变化，还有近年来英文私校与国际学校在马来西亚

的蓬勃发展。城镇地区的中产阶级家长一一不论其族群背景一一崇尚英语

教育的趋势已愈发明显，数理英化政策之难W为继，让他们倍感失落。面

对该群体复办英校的要求，政府的折衷之道，是于2006年起开放本国学子

入读国际学校，更进一步放宽管制，让更多英文私校得W设立。国内的私

立英文中、小学目前己达133所，国际学校则共有14所（教育部私立教育

组资料，转引自吴珍妮等2013)，数量虽不算多，且多集中于大己生谷及

新山地区，但学生增长的势头明显。尤其不少华裔学子是在修毕华小课程

后才转往英文私校及国际学校就读，即达成了前述之"华小衔接英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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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惟W付出高昂的私校学费为代价。民间社会其教育方面的自主实
践，继续抗衡着在他们眼中不合时宜的国家语言意识形态与教育政策，可
见中学阶段在这方面的未来发展，变数犹多。

我们从1^上种种变化，当可观察到当前不论是国家的语言意识形态、

语言管理或社会上的语言实践，都还在尝试调和彼此间的落差，并未觅得

一个主流的妥适之道。至于一套契合马来西亚国情的语言意识形态究竟为
何？马来西亚在语言管理上又是否逐渐贴近香港模式甚至新加坡模式？这

些问题都只能另文处理了。

注释

1 严格来说，《1961年教育法》实施后接受改制为英校的各家华文中学因董事部尚
在，虽受政巧资助，却非公立学校，所W应为"国民型"中学而非国民中学。不
过后继的《1996年教育法》再无国民型与国民中学之辨，一律W国民中学视之，
国民型中学董事部的法律地位与权力遂受影响。对此马华杜会近年来己渐有要求
政府为国民型中学"正名"并尊重其董事部权益的呼声。

2 举例来说，据马来西亚教育部学校組历年出版的《小学资料统计》所示，1993年
在华小和国小就读的华裔学生，分别占总数的88.45%及11.55%;而到了 1999年
时，该比例则是微幅调整为90.%%比9.08% (转引自沈天奇2006: 68)。换甸话
说，马华适龄学童入读华小的比例约在九成左右。不过马来西亚教育部向来视华
小、国小学生的族群比例为敏感数据，并不常对外公布细节。

3 其实独中对各科的教学语文政策不一，因校而异，并不全都是W华语文授课。某
些独中的数埋科目因采芙文教学，送孩子入读的家长，考虑的或是孩子未来留学
海外时易与当地的英文课程衔接，而不必然与他们对华文教育的认同、执着有
关。

4 这种现象持续多年，尤W公立大专的马来毕业生为然。誓如根据2005年的一项官
方调查，在近六万名待业的大专毕业生中，出身公立大专的就占了 81%。而由于
配额制导致马来学生占公立大专的绝大《数，这化意味着待业的大多是马来毕业
生。至于他们觅职、面试时受挫的原因，经这些毕业生自我评佑后，可W发现王
项主因之一，就是"英文不佳、沟通技巧不良"（jVew Straits Times, 3 November

2005，p'12)。
5 1970至80年代"新经济政策"雷厉风行期间，宫方奖学金几乎全数分派给所谓

的"止著"(bumiputera,主要巧马来人）学生，非上著学生只能自求多福，筹
资出国留学。这种极度偏颇的族群差别待遇，一直要到1990年代马来西亚经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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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大好、族群关系稍见和缓后，才小有改善。
6 马哈迪的观察来自郭殊镇的转述，见笔者与郭氏2007年7月6日在吉隆坡的访谈。

郭沫镇曾是活跃于1970及80年代的华教工作者，并W津师身份代表独立大学有限
公司和马来西亚联邦政巧打过宫司。報氏参政后，曾长期担任民政党的署理主席
(1989-2005),并官至联邦政府副部术:。’

7 自1987年起，马来西亚经济曾连续十年维持8%W上的高速增长，至1997年遭金
融风暴波及后才严重受挫。近年来国内经济虽己恢复增长，但大多只能盘桓在
5%左右的增长势头，己不复当年盛况。

8 1969年五一互族群流血冲突后国会曾遭暂停运作，《1971年煽动法》正是国会于
1971年恢复运作后制定。该法明文禁止任何触及族群"敏感"议题的文告、辩论
或讨论，而这类议题包括止著特权、園语、马来统治者的主权，W及非马来人的
公民权。

9 国民阵线（国阵）作为执政联盟，当时共计有14个成员党。巫统的政治实力远非
其他盟党可比，化是集团内唯一的马来人政治代表。不过集团内的华人/华基政
党倒是不少，除马华公会外，还有民政党，砂拉越人联党，沙E进步党和自由民
主党。

10事实上，各党内部当时化有不少分岐意见，但都没有公开在台面上讨论，外界多
不知其巧情。举例来说，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及马华公会副总会长之一的翁诗
杰，就曾有过男类的"双语"教学构想，即华小自四年级开始，才修习中、英词
汇并列的数理课本，且由同一位老师W华语授课，藉此让学生逐步熟悉数理英
文词汇，W利衔接国中阶段的纯英语数理教学。但他当时并非党内的主流派，其
构想不仅未获重视，还因此遭到政敌攻击（访谈翁诗杰，吉隆坡，2007年11月14
日）。马华公会内部的A、B两队派系之争，当时确实让局外人更看不清相关安
排之决策过程。

11 2003年前，华小若严格依循教育部之规定，本是从互年级起才教授英文，国小方
面则是一年级起就设有英文科。华教界多年来虽不断要求将英文科提前至小一开
始，教育部却总是W华小学生须修习王语，恐学子负担过重为由维持该规定。然
而事实上，华小校长多年来大多设法挪动课时，W违规方式让学生自小一开始就
修习英文。

12笔者也曾就相关细节访谈过两位曾参与拟定该方窠的特定人去，并向他们一一求
证。不过因两位受访者都要求匿名，文中不便透露与他们有关的任何细节。事实
上，据某位特定人击的说法，他本人建议的方窠原是2-1-1，即意在维持W华语教
授华小的数理科目，而只各W1堂课的时间来额化教导学生数学及科学方面的英
文词汇（访谈J先生，吉隆坡，2007年11月20日）。

13该报告的研究成果当时曾引起广泛关注，但官方随后即压制了马来媒体在这方面
的报导。

14我曾向不少现职的教师、校长询问过教育部英语再培训课程的状况，得到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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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讲师本身即良莽不齐一一某些讲师的英文根本不济，遣论培训他人W英语教
学。而培训时间不足，也是一大问题。此外因资源有限，东马方面往往是先派出
少数"种子"学员赴西马接受再培训，结训后回到东马，再将所学传授给各城镇
区的教员，最后才及于偏远地区的教员。因受访的教师、校长人数众多，这里未
一一列出访谈者的姓名及访谈的时、地信息。

15彭忠良为全国校長职工会总会长及吉隆坡德威伸路州立华小校长。事实上，就教
育部的各项要求与行政安排来看，它所"承认"的仅是英语数埋，华语数理则是
政治介入下它不得不容忍的辅助性教学措施。例知教育部指示华小必须采用和国
小、淡小一样的英语数理课本，并在华小学生的课本借贷计划中停止供应华语数
理课本，而只提供英语数理课本。此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教育部官员完全无视华
语数理之教学，只派员督导、视察英语数理的教学进度与成效。有关政策执行上
的种种细节及华小校长、教师们如何"阳奉阴违"的因应策略，运里不贊，详情
可参考（教总2007;张荣强2008)。

16相较而言，国小和淡小因无双语教数埋的特殊安排，其小学第一阶段的毎周节数
自政策实施W来，只是由2003年前的45节增至46节。

17总括而言，在数理英化政策推行期间一贯持坚定反对立场的马来民族主义及文教
团体，主要有马来西亚语言协会、语文出版局雇员工会、西马马来教师工会、马
来西亚作家联盟、马来西亚翻译协会、马来西亚回教青年运动、马来西亚回教学
生协会、马来西亚历史协会等。印度社会方面，则有马来西亚淡米尔文教育研究
与发展基金会、马来西亚淡米尔文化协会、马来西亚印裔协会、马来西亚印裔青
年理事会等。而华社方面，反对阵菅尤其强大，除民间华教界的领导机构董总及
教总外，还有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韦大乡团、全国校长职王会、
马来西亚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总会（校友联总）、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留台联总）、马来亚南大校友会等。

18马哈迪是在2003年10月31日退休，交棒予阿都拉。
19当然华小教师在6-2-3-2方案下，仍面对不少授课上的麻烦。譬如华小与国小的课

纲一致，数理教学内容必须跟上国小的进度，但华小第二阶段的华语数理节数因
被英语数理分去不少，与国小相差太多，教师狂往就赶不上进度，科学一科尤其
如此。为解决达问题，华小的某个弹性作法就是尽量派同一位教师教授华语及英
语数学戎华语及英语科学，让他们化课程需要，"偷"英语数理的一、两节课来
赶华语数理的进度（访巧彭忠良，吉隆坡，2007年11月1日）。

20 Arumugam其时刚卸任"马来西亚淡米尔文教育研究与发展基金会"（Malaysian
Tamil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的秘书女一职。除教育
外，他也是国内的人权运动活跃份子。Arumugam在访谈中并未掩饰他对董教总
领导人当时较温和姿态的不满，认为他们不敢再如华教界前辈般，勇敢地向政府
据理力争。事实上，两位我曾巧谈过的基金会领导人（另一位是时任基金会执行
总监的A.V. Kathaiah)并不讳言，该组织正是受董教总早年为母语教育奋斗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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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感召，才效仿成立的。
21该活动乃马华公会联手华总、商联会和七大乡团举办的"华社庆祝辉煌马来西

亚"国庆文化大汇演。这场大型活动颇有为马华公会和国阵于2008大选前造势的
意味，而选在当晚由开幕主宾阿都拉宣布这项决定，更明显有向华社邀功么意，
即W此证明马华公会透过幕后协商，还是能有效促成对华社有利的政府决策。

22中六和大学预科班(matrihdasi)都是大学先修课程，不过中六的学程几近两
年，大学预科班则只需要一年。又，马来西亚绝大多数的非止著学子只能循中六
管道再经历高等教育文凭试iSijil Tinggi Persekolahan Malaysia, STPM)的试炼后
升读大学；主著学子大多则是经预科班的管道升读国内各公立大学。

23因大量吸纳马来雇员，马来西亚的公务员队伍庞大，就它与国内总人口的比例而
言，实为亚洲数一数二者（Gill 2005: 255)。

24私立大专院校多由取人财团筹办，W市场需求及盈利为导向，选择英语教学毫不
令人意外。而学校若与国外大专合办双联课程，更是不得不如此。坚持W马来语
教学为主的私立院校，为数甚寡。至于号称K华语教学为主体者，全国亦仅南方
大学学院、新纪元学院、韩江学院及大同韩新传播学院（前为"韩江新闻传播学
院"）四家。值得一提的是，这四家学院的不少商业、实务科系，尤其双联课
程，其实仍采英语教学。

25东马在这方面的情况则相对复杂，政治裂隙主要是落在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
简略地说，马来人/穆斯林是族群政治上的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华人、印度
人、非穆斯林上著则基本上都是挑战既得利益者。所W就族群政治的观点而言，
后者可视为同一阵营。

%相较而言，1989年时在华小就读的非华裔学生则只有17,309人，可见其变化。这
方面由1989至1999年的完整数据，可参考（沈天奇2006: 67)。不过1999年后，
马来西亚教育巧化乎就没再详尽公布过相关的统计数字。

27在西马和东马的某些偏远地区，因缺乏学校，当地的印裔或非马来裔止著的小孩
不得不就读于邻近华小，故其家长之选择华小，或出于无奈，未必反映他们期待
小孩将来能掌握华语的主观意愿。反观马来族群困一贯获得政巧厚爱，国小林
立，所W不就国小而主动送小孩入华小的马来家长，多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作出
的挟择。

28马来西亚印裔人口的比例自独立迄今，都只在8~10%之间徘徊，远不及其他两大
族群。又，其内多劳动阶级成员，社、经地位普遍较为低落，却又无法受惠于政
府的上著扶助政策，故处境最糟，化最无政治影响为可言。

29 前"马来西亚华人行业社团总会"会长刘盘石（1993~2007),也曾在2007年11
月3日于吉隆坡受访时，提到过类似观察。

30譬如受访时甫卸任森美兰中华大会堂主席的张志开，先是对马华公会与民政党等
华人/华基执政党的领导人不能让华小免于实施数理英化政策而气愤难平，斥他
们"没骨气"，但谈到中学阶段时，张氏则直言对华裔家长来说，能够由马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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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英语授课，那简直是"求之不得"。又，2009年7月执政者决定废止数理英
化政策后，教专、国民型中学校长理事会、全国校长职工会等华文教育团体都公
然表态，要求于中学阶段继续实施该政策。另外必须说明的是，因某些受访者要
求匿名，文中巧列并非相关受访者的完整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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